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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升铁路运行速度是一代代中国铁路人的重要目标追求。改革开放后，随着邓小平访
日引发的“高铁旋风”，揭开国内铁路提速的序幕和起点。随着铁路运量和运能矛盾加剧，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兴建高速铁路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中国政府开始京沪高铁
建设的前期筹备和科技攻关工作，并完成首条准高速铁路的立项建设，为迈向高速提供重要经

验和技术积累，孕育了中国高铁发展成功的最初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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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高铁的崛起和对世界发展带来的深刻影响，中国高铁发展史渐渐成为学术界的热点问

题。当前国内对中国高速铁路发展历史研究的起始点多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尤其是京沪高速铁路
的提出和论证以来的历史，对改革开放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的这段历史研究不多，但这段历史也是
我国铁路迈向高速的重要积累与实践阶段，缺乏这段过程的回顾，中国高铁发展历史就成了“无源之

水”。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资料和回忆著作的基础上，拟探索分析这一历史过程，以期能推动本领域的

研究深入开展。

一、改革开放后中国铁路运量与运能的矛盾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铁路运输事业遭到严重破坏，铁路运输生产跌至低谷。改革开放后，随着

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铁路运输迅速恢复和发展。１９７６—１９８０年，铁路客货周转量年均增长速度达到
６．４％，超过“三五”时期的５．８％和“四五”时期的４．３％。但这十年造成的运输局面积重难返，铁路主
要干线的运输能力越来越不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卡脖子”区段越来越多。

１９７８年中国铁路旅客列车旅行时速依然为４３．５公里，货物列车旅行时速２８．５公里［１］５１８。１９９７年
中国开展第一次铁路大提速前，铁路旅客列车旅行时速达到５３．３公里，货物列车的旅行时速３１．４公
里［２］６。１９７８年中国铁路动力仍以蒸汽机车为主，蒸汽机车保有量７８２８台，占机车总量的８１．６８％；内
燃机车１８０５台，占机车总量的１８．３２％；电力机车仅有２２１台，占机车总量的２．２４％［１］３２３。而同时代的

美国仅有一台蒸汽机车，日本有５台，苏、德、法、英已不再使用蒸汽机车［３］１８。１９７８年中国铁路电气化
里程１０３０公里，仅占营业里程的２．１２％［４］３２０，印度铁路电气化里程为４８２０公里，占７．９％；联邦德国为
１１１５１公里，占３９．１％；日本为８４１３公里，占３９．５％；苏联４３７００公里，占３０．８％［５］１８２－１８３。中国铁路在

第２３卷 第２期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３年４月
Ｖｏｌ．２３Ｎｏ．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 Ａｐｒ．，２０２３



装备技术落后情况下，却同时负担着几乎世界上最高密度的客货运输量［５］１８６－１８７。

事实上，早在１９７５年由于“整顿”形成经济的有限恢复，铁路压力已经相当严重。据统计，１９７５年
全国铁路４００个区段中，有１２０个区段的区间通过能力利用率已超过８０％，其中３５个区段超过９０％；
山海关、德州、蚌埠、天水等主要干线分界站能力饱和；９个枢纽、２５个编组站能力十分紧张，经常发生
不同程度堵塞［２］２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和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策的实施，铁路运输

能力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矛盾更加突出，能源和交通的紧张成了制约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

个重要因素。１９８０年，全国铁路有２５％的区段能力已经饱和，２０条以上主要干线和１／３的编组站十分
紧张。１９７８年全国铁路限制口仅有５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即迅速增至２０个，全路只能满足国家运输
能力需要的５０％～７０％［２］２０。全国铁路最大的４个限制口有３个在华东，运往华东地区的物资只能满
足５０％左右。全国主要干线旅客列车严重超员，旅客买票难、乘车难已成社会问题［６］２１１。为此，中共中

央专门批转《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强调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但目前铁路运输成了国民经济

中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必须全党动手，党政军民一起努力，千方百计把铁路运输搞上去，做到“畅通无

阻，安全正点，多拉快跑，当好先行”［７］３３２。

随着公路特别是高速公路以及民航的迅速发展，铁路在运输市场中受到其他运输方式的猛烈冲

击，地位一降再降。１９４９—１９９７年，中国铁路营业里程增长３．０３倍，而公路通车里程则增长１５．２０倍，
民航营业里程更是增长１２６．１１倍［８］３１［９］６３１。中国铁路的客运量比重由１９４９年的７５．２％下降到１９７８年
的３２．１％，再降低到１９９２年的１１．６％、１９９７年的７．１％；客运周转量从１９４９年的８３．９％下降到１９７８
年的６２．７２％，再降低到１９９２年的４５．６６％、１９９７年的３５．６５％［８］３１［９］６３１－６４４。有识之士惊呼：铁路“慢

牛”再不加鞭，连剩下的市场份额也保不住。对此，时任铁道部部长李森茂焦急地说：“长时间来，客货

运量增长，但运输能力并未同步增长。１９８８年铁路客货周转量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１５．４倍，而铁路正线延展
长度增长１．８６倍，机车总功率只增长７倍，客车总席位只增长５．６倍，货车总吨位只增长１１倍，结果是
运输能力全面紧张，货不能畅其流，人不能便其行。铁路为适应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

只能吃掉储备能力，挤占维修时间，严重超负荷运转。党中央对这种状况高度重视。”［１０］

１９９２年，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精神的鼓舞与推动下，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进一步确
立，中国经济继续呈现快速增长势头。当年度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达１３％，工业总产值增长２７．５％，而
铁路货运量完成１５．２亿吨，增幅虽比上年高１．８个百分点，但仅为３％［４］２５６。铁路滞后于国民经济总

体水平的发展，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４］２５６。铁路在各种运输方式中承担着全国７０．６％的货
运周转量，但铁路货运量只能满足需求的５０％～７０％。１９９２年，全国各地提出经审核的要车计划日均
１２万辆，而铁路只能装７．３万辆左右。京广、京沪、京哈、陇海等主要干线和主要枢纽的运输能力早已
饱和。铁路限制口增加到２４个之多，过限制口的物资满足率不到４０％，因而“以运定产”的问题十分突
出。１９９２年第三季度，在国务院经贸办召开的限产压库会议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遍叫苦：铁路运
力紧张，大量物资调不出，运不进。黑龙江省反映，进关物资已积压３００万吨；辽宁省反映，省内２００万
吨物资积压待运，限产压库促销工作难以为继；云南、贵州磷矿石运不出来，严重影响各地化肥厂生产；

宁夏、青海、甘肃、新疆，大量的棉、盐、糖、油急待外调，全挤一个“天水口”，运力分配难以平衡。四川更

是苦不堪言，当地新编民谣说：“今日蜀道难，难在铁路进出川。”［１１］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时任中共中央总
书记江泽民视察太原铁路分局时，给铁道部提出一个思考很久的问题：“在火车上，我同韩杼滨同志进

行了交谈。我给铁道部出了一个题目，就是形成运输‘瓶颈’的原因是什么？”［１２］９“为什么这个运输的

瓶子口老是这么紧？要进一步研究造成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结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找出

解决这个问题的对策。”［１２］９这个问题表达了党中央对铁路事业发展滞后的担忧。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开始，中国铁路运输进入全面短缺状态，并开始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
瓶颈。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地迅速增加的“民工潮”，对铁路运输造成巨大压力。铁道部在给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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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工潮给铁路运输造成巨大压力的情况及建议的报告》中描述当时的真实情况：“一节硬座车定

员１１８人，但普遍超员在１００％以上，最高的超员３００％。成都至广州的５１次列车，最多时一个硬座车
上了４４１人，成都至北京的１６４次列车最多时一个车厢上了４４７人。有坐在靠背上的，有上了行李架
的，有的躺在座椅下，整个车厢挤得水泄不通。厕所由于通风、有水、解手方便，反倒成了乘车的‘好地

方’，有的一个厕所挤了９个人。”［１２］５１６－５１７１９９２年１２月，在全国计划会议和经济工作会议上，江泽民、
李鹏、朱基、邹家华等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多次提到今年要下功夫解决铁路运输紧张的问题，把解

决铁路‘瓶颈’局面作为今年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问题来抓”［１３］，对铁路在党和国家发展中的战略位置

达到空前的共识。这为中国推进铁路现代化和迈上新台阶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邓小平访问日本及其对中国铁路现代化的影响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２２日，邓小平应邀访问日本。１０月２６日，邓小平参观日本科技发展成果的代表新干
线，并现场乘坐“光－８１”列车。在新干线列车上，邓小平谈及参观的感受时说：“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
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１４］。“这既是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期望，也是对铁路工作的

要求”［１５］８０６，对中国铁路现代化产生深远影响。

（一）揭开中国铁路提速的序幕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邓小平访日归来两个月后，铁道部领导干部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明确提出：大力引
进国外先进技术，加速铁路现代化步伐；加强职工技术培训；大力发展科学研究；研制时速１６０公里以
上的高速动车组［１６］。同时，铁道部颁布《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５年铁路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并依据《铁道
部科学研究工作管理办法》和《铁道部技术革新暂行办法》，建立总工程师技术负责制，使科学技术管理

工作开始走向正常轨道。在铁道部与国家科委、计委、经委、建委共同完成的《交通运输技术政策研究》

报告中，铁道部提出：“近期客车生产以硬座、卧为主，研制新型市郊专用客车、动车组及新型双层客车，

客车构造速度以１２０～１４０公里／小时为宜。”［１７］１０３

但对于当时的中国经济而言，党和国家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及时把客货运出，运送速度还是次要

的。“那一时期我国货物列车的最高时速约８０公里左右，再要提高，涉及机车功率、制动装置等很多问
题，一时不易解决。”［１８］１２９“况且在机车功率一定的条件下，提高行车速度还和提高牵引吨数的主要目

标相抵触，所以只能是适当提高速度。适当提高速度还可以理解为在不大幅度提高最高速度的条件

下，采用行车组织措施，如旅客列车减少停站次数，以提高技术速度和旅行速度。”［１８］１２９对此，中国工程

院院士、西南交通大学沈志云教授指出：“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高速铁路一时难以提上议事日程，

但国家计委、科技部高层早就注意这个方向了。”［１９］

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面对日益严峻的交通运输形势，“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听过多次汇报，强调能
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搞好了，其他方面差一点将来也好办”［２０］。１９８２年，中共十二大提出２０世纪末
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奋斗目标，并指出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解决好农业、能源、交通、教

育和科学问题。十二大报告中，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先后八次提及交通问题，这在历届党代会

上是少有的。为落实十二大精神，１９８３年１月２５日全国铁路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强
调铁路要开创新局面，根本出路在于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向科学技术要运输能力，要经济效益［５］３６８。随

后铁道部发布《铁路主要技术政策》，敲定铁路提速的主要技术路线：“干线旅客列车的最高时速由现在

的１００公里逐步提高到１２０公里；货物列车的最高时速由现在的６０公里逐步提高到８０公里。”［２１］９－１０

“可以研制最大时速１４０～１６０公里的电动车组，以适应将来少量繁忙客运区段的运输要求。”［２１］５０

１９８４年７月２７日，在胡耀邦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中，铁道部党组围绕中共十二大的
“翻两番”经济建设目标任务，提出要在２０００年“初步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铁路的总目标”［５］３８３。
在实现这一目标基本方式上，铁道部要求除“依靠科学技术、加速铁路事业改造和建设”，以及“广泛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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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先进技术设备、实行科学管理”等基本途径外，要求“积极研究试验客货分流运输和高速客运新技术，

根本解决客货运互争运能的矛盾”［２２］。１９８６年１０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召开的华东地区铁路
建设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将来北京到上海之间能不能搞成像日本、法国那样的高速铁路？中国人口太

多，几亿人口一旦活动起来，光依靠飞机是不行的，必须搞高速客车。”［２３］５３６对于中国何时发展高速铁路

的时间节点问题，万里同时强调：“这个问题可以留待以后去研究解决，近期要争取把北京到上海的特

快列车的运行时间再缩短两个小时，达到十五小时，实现‘朝发夕至’的目标。”［２３］５３６

电力机车牵引动力大，效率高，制动灵活，是衡量铁路现代化的重要尺度。邓小平访问日本归来

后，党和国家意识到电气化在铁路事业发展中的重要性。“我国牵引动力应该向电气化、内燃化方向发

展，到本世纪末，电力和内燃牵引应承担客货总运量的８５％左右，其中电力牵引应不少于５０％。”［１７］１０３

从１９８２年起，国家电力机车的产量逐年增长迅速［２４］。其中１９８３—１９８５年电力机车递增４１．９％。１９８５
年生产内燃机车２８５台，电力机车１００台，合计３８５台，首次超过蒸汽机车３６１台的产量。１９８１—１９８５
年的５年间，建成通车的电气化铁路占电气化总里程的７５％［４］１５５，国家铁路牵引动力结构优化进程逐

步加快。到１９８８年１２月，中国机车车辆系统唯一生产大功率蒸汽机车的大同机车厂停止蒸汽机车制
造，转产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标志着中国机车进入了内燃、电力的新时期”［２５］。

（二）促进铁路现代化的国际交流合作

邓小平参观日本新干线归来后，我们知道了与发达国家在铁路技术领域的巨大差异，并由此萌发

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拥有高速铁路的强烈愿望。铁道部开始关注世界高速铁路技术发展的动向，并呼

吁有关部门为发展高速行车技术选择切实可行的突破点［２６］。原铁道部副部长蔡庆华回忆说：“邓小平

同志的话意味深长，这既是对新干线的肯定，也蕴含着不跑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的寓意”，“还是

在提醒着我们中国人，我们要有自己的高速铁路。”［２７］１９８０年６月，中国铁道出版社根据苏联出版的科
技成果汇编，翻译出版了《国外铁路概况》。１９８４年２月，中国铁道出版社出版铁四院收集的国外大量
期刊并编译《高速铁路》，全书分九章，介绍了各国高速铁路的高速行车概况、线路标准、线路、道岔、桥

梁、线路研究、信号设备、牵引供电系统、机车车辆，还介绍了国外对悬浮式铁路———气悬浮式（气垫

式）、磁悬浮式（磁垫式）的研究概况［２８］７５－７６。１９９２年２月西南交通大学编译出版《世界各国的高速铁
路》和《采用高新技术的德国铁路ＩＣＥ高速列车》著作。

随着对外开放事业的推进，中国在铁路技术领域的对外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加大。前铁道部部长傅

志寰在１９８２年考察了德国磁悬浮高速列车研究试验［２９］，并“亲身体会了时速２００公里列车的竞争威
力”［１５］３。到１９８５年底，中国铁路同世界上４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交流与往来，与５个国家签订
部门双边科技合作协议［３０］。这些双边活动增进了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相互了解与友谊，促进了双边在

铁路现代化领域的合作交流。

三、高铁技术上升为国家战略规划的过程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剧，诱发越来越大的客运
需求，同时人们对缩短旅行时间的愿望也日益强烈。由于中国传统铁路一直是客货共线，在主要干线

上，尤其是大城市间繁忙区段，客货运输互争运能的现象日趋严重。实行客货分线，大力提升列车运行

速度，便成为解决中国旅客运输问题的必由之路。

（一）建设高铁事业的提出

中国铁路提速的设想最早开始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当时铁道部想利用北京至山海关之间４１５
公里的优势地段，增设时速１４０公里以上的高速试验列车，因为这一段机车线路的曲线半径在１０００米
以下的仅有数处，施工改造比较容易。但实施时没有考虑到高速铁路的其他系列问题，如通信信号、平

交道口改造、隔离地带问题、高速旅客列车通过时对其他机车车辆及货运量的影响等，最后放弃了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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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３１］。１９７１年，铁路科学研究院代交通部起草《１９７３—１９８０交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提出力争使
中国铁路科学技术在主要和急需方面接近并赶上７０年代初期的世界先进水平，“计划建设一个行车速
度在１６０公里／小时以上、采用列车运行自动控制的高速铁路区段，一个自动化编组站，三个运营管理
自动化的电子计算机中心”［１５］７７。这是在中国官方文件中第一次提出兴建高铁试验段的计划，但在“文

化大革命”期间，该规划没有执行。

打倒“四人帮”后的１９７８年，在百废待兴、百事待举中，铁道部向国家计委呈送《关于北京九江铁路
设计任务书的报告》，明确提出：“我部准备明年开始京九两座特大桥及大别山地区隧道重点工程开工，

争取‘六五’期间全线修通。拟按双线、电气化、客车速度１６０公里标准，建成一条现代化铁路。”随后，
铁道部又按准高速铁路（时速１６０公里）标准，进行全线初测和部分设计。这就是比较有名的京九铁路
高速方案［３２］。这一想法不可谓不好，但在当时新建一条全长１２００公里的准高速铁路，无论在财力、物
力、技术上都是不现实的。１９８６年铁道部又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秦皇岛至沈阳之间开展了扩大运输能力
的可行性研究招标［３３］，开始一条新的高速铁路的前期设计准备工作，这就是１９９９年开工建设的中国第
一条高速铁路———秦沈客运专线。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开始，中国铁路运输进入全面短缺状态，并开始成为
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尤其是长度只占１０％的京沪、京广、京沈、哈大等四大干线，承担着全路
运量的４０％，显得格外紧张”［３４］１５，严重制约国民经济的发展。除继续加强新线铁路建设外，在繁忙路
段兴建高速铁路，组织客货列车分线运行，成了缓解上述矛盾的有效措施，“抓住了高速度这一环，就抓

住了改变我国铁路技术发展的关键”［３４］５９。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建设高速铁路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关注
的热点问题，并成为党和国家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志，标志有两个重要文件：一是１９９１年３月全
国人大通过《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规划纲要》，将“铁路高速客运技术”列为国

家科技攻关重点［３５］；二是１９９１年６月国务院颁布《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要》，正式提出在２０２０年前
“在特别繁忙的铁路干线建成高速客运专线”［２８］２９。至此，发展高速铁路正式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发展战

略规划。

（二）高铁建设的初步规划与论证

这一时期，在铁路部门的领导下，中国铁路领域的专家学者先后围绕中国要不要发展高速铁路、如

何发展高速铁路、如何开展高速铁路的关键技术攻关等系列问题展开初步研讨和论证，成为党和国家

推进高铁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１．中国首次时速２００公里以上高速铁路论证会
１９９１年５月９—１１日，铁道部科技司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国首次时速２００公里以上高速铁路论证

会。会上，来自铁道部科学研究院、铁道部经济规划研究院、西南交通大学、北方交通大学、铁道部技术

情报研究所、北京铁路局、上海铁路局等单位的专家们，以极大的热忱对中国发展高速铁路的必要性和

可能性、基本技术方案选择、国外高速铁路发展有关技术问题、京沪线京津段高速铁路建设、京沪线沪

宁段高速铁路试点、沪宁高速铁路基本技术方案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这是酝酿已久的一次很有意义的讨论。”［３４］前言１经过各方面人士的酝酿，会议初步建议选择中国

三大干线之一的京沪线首先修建高速客运线。因为“京沪线途经四省三大直辖市，是中国经济发达、人

口稠密的重要运输通道之一，其中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国的４３％，人口约占全国的３０％，其中５０万人口
以上的城市达八个之多，在这条道上建设高速铁路将具有巨大的社会、经济、环境效益和政治影

响。”［３４］５根据这次会议的论证结果，铁道部下发对京沪高铁进行可行性研究的专门通知，要求铁三院、

铁四院、铁科院等单位进行京沪高速铁路可行性和１１个专题研究，研究内容包括运输需求分析、速度
目标值选择论证、规划研究技术标准选择、牵引方式选择、通信及行车指挥、电气化及防干扰、机车车

辆、行车组织、环境评价、其他（如安全防护体系等）［２８］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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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西南交通大学铁路高速客运研讨会
１９９２年３月，西南交通大学召开铁路高速客运研讨会，成立由各学科专家参加的高速铁路研究领

导小组。在这次会议上，西南交通大学提出推进中国高速铁路发展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步骤：一是要把

发展高速铁路放在铁路发展全局中来考虑，首先从扩能的要求来论证中国发展高速铁路的重要性、必

要性和可行性，集中力量开展中国第一条高速客运专线的调研、分析和论证；二是要明确长远发展目

标，突出重点，进行高速铁路关键技术和适合中国国情、路情特点的超前研究；三在科学研究中要坚持

学科交叉，优势互补，密切配合，联合攻关，力争突破一些技术难关［３６］前言１－２。

在研讨会上，时任西南交通大学校长沈大元认为：“从我国情况出发，发展高速铁路必须同发展准

高速和普遍提高客运速度一并考虑，统筹规范，分别实施”，对于高速铁路的发展步骤，“‘八五’期间必

须起步，一方面开展软科学研究，包括大经济区区域开发规划的研究，以确定发展高速铁路的战略与步

骤。另一方面，立即着手关键技术攻关”［３６］４。要尽早制定正确的技术路线，明确主攻方向，建立实验基

地，掌握实验手段，大力开展实验研究，组织关键技术联合攻关，引进关键技术、消化吸收，形成我国自

己的产品［３６］１８－２０。这些论证和讨论构成该校对中国发展高速铁路的主要意见，也使该校在高速铁路研

发领域形成先发制人的巨大优势。

３．中国高速铁路发展研讨会
１９９２年９月铁道部召集国家计委、国家科委、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科研院校，以及有关地方的负责

人、专家和学者百余人，在北京再次召开“我国高速铁路发展研讨会”，取得“中国需要发展高速铁路，中

国发展高速铁路应从京沪线首先起步，京沪线高速铁路建设要尽快进行”的共识［３７］７７。时任中国交通

运输协会会长郭洪涛作了《发展我国高速铁路势在必行》的发言，认为中国高速铁路客运建设已经到非

解决不可的地步。“我国铁路，由于线路少、运量大、负荷重，长期以来客货争能，既不能满足货物运输

需要，更压抑了旅客运输的需求，尤其是往往牺牲服务质量，对此国内外货主、旅客反映强烈，已经成为

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社会对时间、空间的效

益和旅客对安全、舒适的程度，将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３７］２“修建高速铁路，以逐步适应旅客运输在数

量上和质量上的需求，我认为现在应该放到议事日程上了。”［３７］２

会议还就中国高速铁路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充分研讨。会议认为，选择发展中国高速铁路的模式既

要借鉴国外三十年来的发展经验，又要从我们国家的国情、路情出发，不能“为高速而高速”。一是发展

高速铁路要与民航、高速公路等其他运输方式结合起来。“有一种意见认为，有了高速公路和民航是否

可以不建高速铁路，这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应该从运输需要出发，发挥各种高速运输方式的

各自优势，取长补短，互为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二是发展高速铁路要同扩能和路网的关系结合起来

研究。比如，可否考虑在新建的高速铁路上以客运为主，但适当跑点快速货车；在既有线上以货车为

主，也要货中有客，特别是一些低速客车，近距离客车仍应在既有线路上运行。即使在新建的高速线上

也不能光跑高速客车，还可考虑高速、中速和准高速相结合［３７］３。

四、国家发展准高速铁路的技术积累

时速１６０公里的准高速铁路是时速１２０公里的普通铁路迈向时速２００公里的高速铁路必须征服的
一道坎［３８］５０。为解决这一技术难题，铁道部党组决定先修建一条准高速铁路，作为推进铁路现代化的

“试验田”。中国首条准高速铁路的修建地点选择在广深线，原因在于：第一，广深线位置重要。广深线

所处区域是祖国的南大门，北连京广、南接香港九龙，沿线地带是中国对外贸易和内陆连接香港的重要

区域，旅客时间观念强，有较高的经济承受能力；广深线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有利于吸引外资，对１９９７
年香港回归祖国也有着重要意义。第二，既有广深线客货运输量在改革开放以来急速增长。１９８３年该
线路旅客发送量为９６６．６万人次，１９８８年增至１７９８．９万人次，５年增加８６％。货运量以到达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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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３年为６４６．１万吨，１９８８年增至１０６９．２万吨，年均增长率达１０．６％［２］４５。第三，广深线处于中国铁

路网的尽头。这条铁路只有１４７公里，距离适中，地形条件好，而且处于国家整体铁路网的尽头，在此
建设一个提速试验段对整个路网的影响很小［３８］５１，投资省，见效快。

１９９０年４月，广州铁路局和铁路科学研究院按铁道部的要求，完成《广深铁路实现旅客列车１６０公
里／小时可行性研究报告》。对于中国发展高速铁路的步骤，该报告提出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在‘八
五’初期选定广深线作为试验区段，对既有线进行改造，以较少的投资、较短的时间实现时速１６０公里
的准高速客运，并为研究开发时速２００公里以上行车技术积累经验，同时为大量既有线路进一步提高
速度提供技术储备”；“第二步是在‘八五’末期着手修建客货分线、时速２００～２５０公里的高速客运专
线”［３８］１１１。１９９０年７月３日，铁道部在广州召开论证会，时任铁道部部长李森茂批示说：“发展高速铁
路势在必行，选择在广深线试验是合适的。”［３９］１１１

建设广深准高速铁路，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既没有经验，也没有成熟定型的关键技术，在短短的三四

年内解决各项技术难关，需要全国众多工程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和攻关［３９］１１３。１９９０年１１月，铁道部下
达“广深线准高速铁路科研攻关及试验计划”，在准高速线路技术、机车车辆、通信信号、运输组织等方

面共列出１４项科研课题，其中东风１１准高速客运内燃机车、韶山８准高速客运电力机车、１６０公里／小
时双层旅客列车、１６０公里／小时空调旅客列车、准高速旅客列车速度分级控制、旅客列车移动电话系
统、准高速铁路接触网及受流技术等８项专题列入“八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为广深准高速铁路的设
计、制造、工程、运营提供了科学依据。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８日，广深准高速铁路改造工程正式破土动工。在铁道部党组和广东省委的直接领
导下，经上万名职工近三年的日夜拼搏，共完成路基土石方６２８．８万立方米，铺设无缝线路１９７公里，
完成特大、大、中、小桥６３座，新建和改建立交桥２７座、人行天桥９座，新铺和拆铺道岔２８７组，完成车
站改造１６个，开通时显示自动闭塞９８公里，铺设光缆１０４公里，新置隔离栅栏１９０公里［４０］６４。广深准

高速铁路项目不同于一般的技术改造项目，它是一项具有很强科研试验性质的工程项目，有人将它总

结为“五边”，即边科研、边设计、边施工、边运营、边完善［４１］。其难点在于，在抢时间建设的同时还不能

影响广深铁路的正常客货运输，多数项目是在下半夜和晚上货车运营间隙完成的［４２］。更为重要的是，

广深准高速铁路在新塘至石龙间２７公里设计了运行时速２００公里的试验区段［４０］６３－６４，收集列车进入

高速运营的各种技术参数，为日后发展高速铁路做了大量技术储备。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２２日，在准高速铁路的通车庆典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指出：“广深准高速铁
路的建成，为发展中国高速铁路积累了经验，同时也将为加快中国改革开放步伐、加快广东省和深圳特

区的经济建设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广深准高速铁路的胜利建成，也必将促进中国铁路建设的技术进

步，为中国高速铁路的发展在技术上建立一个较实际的较高的水平”，“是中国铁路走向现代化的一个

开端”［１２］２４。广深准高速铁路开通后，每日开行３对高速列车，运行时间由原来的２小时缩短为７２分
钟［３９］１１６，仅仅开通一年时间，就安全运送旅客９６．６万人。在广深线整体客流下降的情况下，准高速客
流却一直保持稳定和上升趋势，平均上座率达到９０％以上［４３］。这条重要铁路的建成，不仅使广深线的

运能和运量成倍增加，更重大的意义在于带动我国铁路线路、通信、信号，机车、车辆和运营管理技术等

跃上一个崭新台阶，增强了中国政府在后期对既有线路提速改造的信心，为“九五”期间中国繁忙干线

客货列车提速和高速铁路技术的研发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结语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伴随邓小平出访日本并乘坐新干线考察日本经济社会，中国人了解到与发达国家在
铁路技术领域的巨大差异，并由此萌发拥有自己的高速铁路的强烈愿望。面对中国内陆深广、人口众

多的国情现实，面对日益尖锐化的铁路运量与运能之间的矛盾，解决大规模人流和物流问题，最根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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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是修建高铁。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该时期铁道部为提升铁路运行速度做了大量努力和实践：发

布《铁路主要技术政策》，敲定中国铁路提速的主要技术路线，并推动将“铁路高速客运技术”列为国家

发展战略规划，初步理清中国高铁发展的主要模式、初期线路规划、标准选择、关键技术研发和有关国

外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等重要工作。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铁道部确立中国高铁发展分两步走的战略：第
一步是选定广深线作为试验区段，改造铁路既有线，实现时速１６０公里的准高速客运；第二步是着手修
建客货分线、时速２００～２５０公里的高速客运专线。
１９７８—１９９２年这一历史阶段，虽然中国发展高速铁路的呼声日渐高涨，党和政府对发展高速铁路

的态度依然是“酝酿”与“试验”。从新中国成立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尽管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取得
长足进步，中国铁路工业基础和整体技术还处于相对落后阶段，国家经费有限，人才短缺，在发展高速

铁路上受到相当大的限制，不可能短时期内实现突飞猛进。对于中国铁路发展的战略布局，时任国务

院副总理朱基认为“我们要修几条战略性铁路，来解决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以及落后地区的经济问

题，意义重大”［４４］。高铁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基础设施，需要一定的超前性，但首先要服从国家战略大

局，不能盲目追求超前。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铁道部推进实施的数次铁路大提速成效，也能看得出
铁路依靠科技走“挖潜扩能”改造之路的必要性。

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在９０年代初期对广深准高速铁路的成功建设与实践，迈出探索高速铁路技术
的重要一步，为铁路提速提供了重要技术积累和运营经验，构成中国高速铁路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重

要一环。今天中国高铁的辉煌成就，得益于铁道部在２０世纪以后组织实施的关键技术引进、消化、吸
收和再创新工作，但这一萌芽时期的技术积累，孕育了中国高铁发展成功的最初基因，也奠定了后来能

够顺利实施自主创新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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